
依宪治国的涵义初探

马　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

一　依宪治国之“宪”（依据）

依宪治国的“宪”是指什么？依笔者理解，应是指宪法文本，依宪治国是治国者依据宪

法治理国家。那么这里的宪法文本是指宪法规范还是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笔者认为，应是

指宪法规范，但由于宪法规范多具有原则性，因此依据宪法规范应包括依据宪法原则；同时

也很难找到脱离宪法规范的宪法精神，如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法治的精神都体现在一条条

的规范里，治国时首先应遵守这些宪法规范，而不宜用抽象的宪法精神否定具体的宪法条文。

那么，依宪治国的“宪”是否包括宪法性法律？笔者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

法，违背之应视为违反法律而不是违反宪法，如违反组织法、立法法、监督法、选举法、集会

法、国旗法、国徽法等是违法而非违宪，这些违法行为上升不到依宪治国的高度。

依宪治国的“宪”也不应包括宪法惯例，违背宪法惯例甚至不能算作违法，因此宪法惯

例的效力应在法律之下，往往只有政治道德的约束力。如我国“两会”同时召开被认为是一

个宪法惯例，很难说遵守这一宪法惯例就是依宪治国，不遵守之就违背了依宪治国。

二　依宪治国之“治”（行为）

依宪治国的“治”是治理，是动词，是一种行为，那么是谁的行为？众所周知，不是谁都

能有治国的行为，治国者须是掌权者，且是最高位的掌权者。不是所有公权力都可以治国，

例如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就很难说是在依宪治国，也很难说是在依法治国，只能说是在依法

办事或依法行政。

第一，关于国家议会的治国行为。议会的立法、监督、人事任免、决定重大事务等行为，

从广义上看都应属于治国行为，其中尤其是重大问题决定权最具有治国的特征。如我国全

国人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决算的审批，决定在香港、澳门回归后设立特

别行政区，海南建省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决定建三峡工程并实行移民，等等。至于议会的立

法行为、任免行为、监督行为虽然也是治国行为，但其“治理”的特点略为逊色。治理的主要

表现形式应是由治国者做出决定，而不是挑选治国者，也不是对怎样做出决定约法三章，或

对决定做事后检查。因此除了组织法等个别法律是在宪法直接搭建国家政体后由议会对政

体进行更进一步的细致构建外，多数立法实际上是为治国者定规矩，是“依宪”立法，但不是

依宪“治国”———不是自己亲自治国，而是约束别人怎么治国；〔１〕议会任免权的行使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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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当然这种约束从广义上看也是治理的一部分，如《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

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等问题的一系列规定，应当看

作是公务员治理的一部分，在此议会制定《公务员法》的立法行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首要部分）。



议会挑选治国者，委托他们去治国；议会的监督权是议会对政府已经实施的治国行为进行监

督检查，而不是自己亲自施行治理，因此议会只有在行使重大问题决定权的时候才最“像”

是在“治”国。而议会最主要、最经常行使的权力并不是决定权而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也就

是说，议会不是最主要、最典型的治国者。

第二，关于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行为。笔者认为，中央政府是依宪治国最重要的主体，

是最主要的治国者。这里的中央政府包括国家元首的政治行为，主要指实权元首的行为，虚

权元首（包括实权元首的虚权）很难说是在“治理”国家，如元首接受国书、到机场迎接外宾、

象征性地颁布法律命令等程序性、礼节性的行为，虽然是依据宪法所为，但很难说此时他是

在“治国”。即使是实权元首的实权行为也并不都是治国行为，如进行国事活动、派遣使节、

批准国际条约等行为即使是实权性质的，也未必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发展或维护本国与他

国的关系，而治国的“国”应局限于本国而不能涉及他国。尽管发展外交可能是为了更好地

治国———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提供保障（如毛泽东１９７２年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是为了在中

苏对立中寻找盟友），但笔者认为外交行为仍然不宜划作“治国”的范畴，国家元首的治国行

为基本上应是指其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如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做出重大决策、签署法律、

颁布紧急状态令等等），而不是其外交行为。

同时，依宪治国的主体在中央政府层面还包括政府内阁，尤其是在虚权元首制度下，内

阁拥有的最高行政权是典型的治国权力，如国务院对国计民生的规划，其宏观调控措施以及

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步骤等等。

第三，关于法院的司法行为。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判案，而不是治国，在判案中主要

是依法而不是依宪。但法院如有违宪审查权，则是法院对议会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行为

进行事后裁决，这也是在治国，是纠正和弥补上述机关在治国中的漏洞，且在违宪审查中法

院直接依据的是宪法而非法律。

第四，关于公民的行为。依据宪法公民有集会权、结社权、控告权等，但公民的这些行为

显然不属于“治国”的行为。在公民的一系列权利中比较特殊的是公民的选举权，公民行使

选举权是构建国家机器的行为，这算不算治国呢？狭义上恐怕不能算，这更像是挑选治国

者，而不是自己亲自治国，公民选举本身是间接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的体现。那么依宪治国

的主体就不包括人民吗？如有观点认为“依宪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是“党领导人民”依

据宪法和法律管理各项国家事务。〔２〕 这涉及到人民怎么治国的问题，实际上宪法和法律都

无法对抽象的人民做出具体的授权，只能赋予个体的公民以权利，如果宪法规定公民有复决

权、公决权，那么广大公民对这些权力的行使，应当属于人民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可以归

为依宪治国的范畴。但目前根据我国宪法，人民只能通过选举代表间接地实现对国家的

治理。〔３〕

由此可见，虽然上述国家机关和公民的行为在宪法中都有规范，但不是所有宪法规范的

行为都是治国行为。从总体上看，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一章以及“国旗国徽首都”一章

不属于依宪治国的范畴（但关于这两章的立法行为以及违宪审查行为则可能是），依宪治国

的行为主要体现在“总纲”和“国家机构”的章节中，如“总纲”中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制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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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见百度百科关于“依宪治国”的词条，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访问。
治国权应该属于国家权力的使用权，这并不影响人民拥有国家权力的所有权（虽然所有权远没有使用权“实惠”）。



其落实，国家机构中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的建立及其运行等等。因此依宪治国的

“治”作为一种治理行为，主要是中央政府所为。当然在我国的实践中还包括众所周知的执

政党的执政行为，但在理论上，党应该通过国家机关来领导，而不是直接向国家和社会发号

施令，因此执政党的功能应主要是“治党”（邓小平说的党要管党）而不是“治国”（不要以党

代政），或者说治党是其直接的功能，治国只是其间接的功能。

三　依宪治国之“国”（对象）

依宪治国的“国”是指什么？笔者理解应当是指“国事”，即治理的行为对象是“国家层

面的事务”，不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领域的事务。如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省、县、乡各级人

大及其政府的职权，但这些行为不是国家层面的行为，宪法往往只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

一定的职权，而这些职权的具体运作则由法律而不是宪法具体规定，因此这些职权的运行很

难说是依宪治“国”，只能说是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乡（其“依法”的“法”主要是组织法、

立法法、监督法以及大量的行政法等）。又如，关于议会的操作规范，在宪法中有一些规定，〔４〕

在宪法性法律中有大量规定，〔５〕这些议事规则主要是调整议会内部的行为，是在治理议会

这个“机构”，而不是在治理“国家”。

在笔者看来，依宪治国的“国”所指的“国事”，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回顾实践，虽

然我们能够确定某些事情属于重大国家事务，如 １９７６年抓捕“四人帮”，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

应该都是重大的国家决策，但我们依然很难确定地说它们符合依宪治国的“治国”要素，更

不要说是否吻合依宪治国的“依宪”要素。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是深得民心且对国家的现代化

建设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但这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形式正义的角度看，这

样的重大决定权应该属于谁，应该经过什么程序，则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它是否能划入

“国事”也不十分确定，也就是说依宪治国的“国事”其层次可能比这还要高。我们往往在理

论上认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但在实践中又都接受甚至喜欢开明伟人的魅力

（如至今我们对邓小平恢复高考这一英明决策仍然津津乐道），这种明君情结可能使我们在

不知不觉中排斥“民”主而接受“君”主。

我们今天强调“依宪治国”，重点是放在“依宪”上，这是针对过去依政策治国、依红头文

件治国、依领导人讲话治国而言的，强调的是宪治而非人治，这无疑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从“治国”的角度看，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治国安邦，其主体不言而喻，那么我们今天讲

依宪治国时是否也是在强调该主体不能任性而为，而是需要依宪而为呢？“依宪”是舶来

品，“治国”是传统文化，二者的结合是否就是中国特色？为什么国外的宪法都很少提到“依

宪治国”或“依法治国”？宪法当然是治国的，但宪法是怎么治国的？是把笼统的国家权力

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后“分而治之”，其中有分工有制约，这是宪法的精髓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依法治国”强调的是“依法”，而“法”是议会制定的，是相对比较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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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如我国《宪法》第６１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会议由其常委会“召集”，第６８条第１款规定了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工作，“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等等。

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 》等都

对人大的运作及其程序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所以“依法治国”包含了治国者受议会法律的约束，有权力制约的因素，且法律的具体性使

对政府的约束也比较具体；而“依宪治国”中的“宪”是较为原则的，这种原则性使“依宪”意

味着给依宪者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法治国家，拥有这种权力的一般是议会，议会是最主要

的依宪者，即依宪立法（违宪审查机构是偶尔的依宪者，政府和法院则主要都是依法———依

法行政、依法办案）。而依宪治国的“治国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主要指向最高行政当局，这样

当“依宪”和“治国”连接在一起时，就暗含着给最高行政当局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就

将依宪的主体由议会转换成了政府。

虽然笔者也认可“依法治国”包括“依宪治国”（“法”在此应做广义理解，即包括宪法），

但对高调宣传“依宪治国”不免有些隐约的担心，觉得不如“依法治国”、甚至“依法办事”来

的踏实。依宪治国针对的是国家这一抽象的整体，宪法又十分原则；依法办事是针对局部而

言，法律比较具体。前者固然高屋建瓴，但也容易大而化之，后者虽然具体琐碎，但却是实践

法治的必由之路。我们过去的教训是，口号喊得多，落实的少，大原则讲的多，具体措施少，

因此要真正落实“依宪治国”，还是应从落实“依法办事”开始，在依宪立法之后，重点是依法

行政、依法办案、依法监督。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

牟宪魁（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种说法一般人皆耳熟能详，朗朗上

口。但或许因为如此，宪法一方面给人神圣崇高的感觉，另一方面却变成大家敬而远之甚至

漠不关心的对象。〔１〕 在我国，“我们距离宪法有多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研讨主题，还有一

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国家机关宪法责任的追究机制与人民宪法权利的救济机制仍有待完善，

宪法虽然具有最高效力，但在法治体系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以至于被大家遗忘。

宪法“休眠”所带来的，是对“依法治国”的各种议论和不同解读。我国宪法第 ５条第 １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依法治国”作为

我国宪法的“方针规定”，在学理上应怎样解释？尤其是，“依法治国”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入

宪之后，法学界又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概念，〔２〕二者的关系应如何把握？笔者认为，如果从

宪法学的角度来阐释“依法治国”的内涵，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共识：依法治国的首要之义

就是依宪治国，摇醒宪法这个“睡美人”是落实“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

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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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雄：《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例如，莫纪宏：《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法学杂志》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李步云：《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中
国人大》２００２年第１７期；周叶中：《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关于宪法与公民生活的演讲》，《中国律师》２００２年第
１２期；许崇德：《依宪治国 执政为民》，《党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韩大元：《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依宪治国》，《检察日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


